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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资源与中国儿童文学的
学术化建构

吴 翔 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摘 要: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既是实现“文学现代化”的手段,也是结果。现代儿童观这一思想资源

的出场,为建构起现代的儿童文学观念及学术品格提供了先决条件,从而拓展了文学范畴及人学的内涵。基

于“儿童的”与“文学的”双重特性,儿童文学内蕴的双栖性制导了并非一致的学术化发展路向,思想上的“为儿

童”与艺术上的“去教化”使其深陷“纯化”与“泛化”的逻辑怪圈之中。在向外译介、向内整理的一体化体系中,

内外两种思想资源互为他者,并汇聚为推动儿童文学创作的复合性学术资源,驱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向“民族

化”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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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中国新文学的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驱动了专属于“儿童”的知识化生产及相

关知识体系的科学性自觉,从而开启了其学术化及学科化建构的浩大工程。作为“人的发现”的思

想衍生物,中国儿童文学以“文学现代化”为内核,冲决了古典的文学及学术范式,其拓展文学学科

及人学范畴的建构之功已载入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册。由于中国古代没有自觉的儿童文学,因而

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语言形式还是艺术审美、学术体制等方面,中国儿童文学都具有新建性,牵动着

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也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及思想的话语转型,并建构起一种区别于传统形态的

崭新文学形态及学术范式。围绕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定义、性质、属性及学科化构建等议题,学界着

重从发生学角度进行探讨,取得了诸多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有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

论批评史》[1]、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2]、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3]、吴其南

《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4]、李利芳《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5]、杜
传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6]、王黎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7]等。这些成果将中国儿

童文学置于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情境中予以观照,着重强调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同源性”与
“同构性”[8],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视域,提升了其本有的精神质地。必须承认,中国儿童文学的

发展是创作、批评、研究合力推动的结果,共同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具有现代品质的学术化、学科化

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既是实现“文学现代化”的手段,也是结果。应该

说,上述研究考虑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学机制,但对于中外两种思想资源的转换与化用之于其

发生发展的影响却缺乏深入考察,并未从内外两个层面来整体考察先驱者对思想资源的理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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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用。现有成果主要是从域外资源或传统资源的某一个层面来作单向度的推理,缺乏区隔与融

通两种资源的辩证意识。由此无法真正廓清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创造性力量,对于“思想的”
还是“艺术的”等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的梳理与辨析。据此,本文着力于从思想资源角度

切入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建构的话语实践,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构建过程置于现代中国文学的

体系中予以观照,以新文化人整合“两副笔墨”的优势与困境为线索,期望在世界儿童文学与中国新

文学的流脉中定位中国儿童文学的坐标,在现代中国动态的语境中审思其学术化、学科化创构的历

史过程,从而透过这一建构过程折射中国文学学术化的现代转型。

一、思想优先:“儿童观”的出场与知识论建构

中国儿童文学的内质是“文学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质素包括了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两

个层面,借助于“语言与思想的双向发力”[9],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生成之旅。对文学思想性

与现代认识论的关注,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建构的重大议题,其中现代思想观念的出场与表达是

创构儿童文学的先导。先驱者将“儿童”议题中的新旧观念转换视为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思想资

源,努力从现代“人学”思想中提取适应时代发展的知识依据,为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体系的确立铺

设理论基石。儿童文学是成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这实际上预设了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的“代际”
文学生产机制。这种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非同一性”造成了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困境,
王富仁指出:“中国成年文学发展的困难是显在的,而儿童文学发展的困难则是内在的。儿童文学

不但不是由儿童自己创作的,同时也不是由儿童自己选择的。”[10]这里的“内在困境”指儿童无法为

自己代言,儿童被动地成为成人描述或书写的对象。儿童文学借助成人来书写童年,就使得儿童文

学绕开了儿童,生成了儿童与成人之间无法撕裂的对话关系。不过,这种复杂的“代”的沟通与交流

却又赋予了儿童文学更为阔大的话语空间。
“儿童观”自古有之,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儿童是谁”的历史追问和文化反思[11]。在“成人本

位”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儿童”被视为“缩小的成人”或“成人的预备”。这样一来,其作为“完全生

命”形态的主体价值被漠视,这即是新文化人诟病和攻讦的渊薮。在宗法社会里,父辈与子辈的关

系被一种“代际”伦理所宰制。由于父辈在血缘上给予子辈的“恩”,按照伦理纲常的要求,子辈应以

“孝”的行为予以反哺。这种将生育、血缘与宗法伦理捆绑于一体的亲子关系势必会给子辈裹挟上

厚重的义务,也无形中扭曲了成人的儿童观。为了打破这种“从来如此”的伦理教条,新文化人试图

跳出几千年一贯的规则来重新审视亲子关系,致力于构筑“无恩有爱”的新型亲子关系,其目标是以

“爱”取代“恩”成为亲子伦理的本体价值和总体原则[12]。一旦生育与宗法被解绑,其带来的必然是

新型伦理关系的建构。应该说,由这种新型伦理关系所带来的观念转变,就成了现代儿童观出场的

先决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革命是文学深层次的革命,也是新文学的核心内容[13],这种文化自新的

思想体现了新文化人“改良”“批判”与“自审”的话语形态[14]。借助于前述伦理革命,新文化人将价

值天平放置于曾经被忽视、被压抑的“儿童”本体上,使得儿童作为一个主体得以在“人的发现”大潮

中被发掘出来。但问题是,历史的惯性是不会轻易打破的,新的话语方式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为

了保留这种思想新质的成果,新文化人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彰显儿童主体的现代价值,“儿童本位”
观念就成了撼动传统亲子伦理体系的有效武器。在先驱者的意识里,只有意识到“孩子的世界,与
成人截然不同”,才有提出“先行理解”及“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15]138的可能。为了获取

儿童话语的合法性,启蒙者从儿童身上的“自然性”“纯真”“童心”中开掘区隔于成人的思想资源。
丰子恺的“绝缘说”就力图“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16]来强化“儿童”主体的独异性。这

看似有失偏颇,但对于长期受成人宰制的儿童话语而言,这种割裂于成人及成人社会的看法就能有

效推动儿童话语的生产,为儿童主体性的确立提供话语支持。由于彻底离弃了之前的代际伦理体

系,儿童是“人”、儿童是“儿童”的思维观念逐渐取代了“成人本位观”,儿童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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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所关注和书写的对象。在众多新文化人那里,“儿童”的意义不止于一个全新主体的出场,
还在于其本有的“反抗性”功能上[17]。这种“反抗性”主要表现在儿童与成人的权力关系上,“儿童”
的出现有效地介入了“人”的现代转型,刷新了“代”的伦理结构,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生夯实了思想

根基。
“儿童”是现代的衍生物,也是现代的一种症候。这种深具“现代”意味的话语的确立,有赖于现

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类似于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18]所洞见的那样,儿童的解

放、儿童本位的确立接榫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传统。长期被压抑的儿童话语的变革,与危机中的

民族国家话语无异,都亟待通过重新确认而获取现代合法性。从这种意义上看,“儿童的发现”不仅

契合了“人的发现”主潮,而且还深度介入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立人”与“立国”的宏大话语建构工程

中。这其中,儿童的“独立个人”的特性被转化为成人的集体想象。作为他者的成人话语,则在儿童

话语的建构中充当了负性背景。为了凸显儿童话语的主体性,势必会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划定一条

绝对的界限,即以“儿童不是成人”作为逻辑基点来推导“儿童是儿童”的理论预设。从表面上看,这
确实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廓清概念的方法,但这种绝对化的分离、切割却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的
整体性,间接地溢出“历史”与“社会”的框架来讨论儿童的主体问题。

显然,这并非先驱者的初衷。他们要在全新的文化结构中确立儿童的位置、坐标,必须要找准

推动新旧转型的思想资源,儿童身上的“新人”“新民”质素被先驱者发现,成为其“立人”乃至“立国”
的话语资源。但另一方面,儿童尚不具备言说与表达的能力,他们只能作为“一种方法”介入成人关

涉人的解放工程中。“立人”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使命。作为长期被压抑的“无名者”和“无声

者”,“儿童”自然成了启蒙者亟须“立”的对象。鲁迅曾将儿童视为“人之萌芽”[15]311,其“真的人”里
包括了未“吃人”的儿童。对于那些被成人社会异化的儿童,鲁迅在痛惜之余仍将其视为与奴隶无

异的“非人”。着眼于“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15]338的目标,他从身体到精神层面对儿童进行了全

方位的观测,从儿童“早衰”“无声”的身体形态及“奴性”“无爱”的精神状态中找准了“病灶”,进而将

矛头指向“主奴共同体”的社会结构[19]。如前所述,以伦理孝道为内核的宗法制度束缚了儿童的发

展,在“成人本位”的牢笼里“不悟己之为奴”。这种“以不情为伦纪”的观念在《二十四孝图》中被鲁

迅揭露得淋漓尽致。对于以“孝”之名来戕害儿童的“郭巨埋儿”与“老莱娱亲”,鲁迅给予了毫不留

情的批判。他认同有岛武郎《与幼者》中两代人之间的新型伦理关系,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进化思

想:“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15]381总
体来看,对儿童的“理解”“指导”与“解放”,鲁迅不仅从生物学上找依据,而且从心理学、教育学中汲

取资源,进而确立起“幼者本位”的思想。这种从“完全的人”出发向“完全的儿童”追索的努力,成了

“五四”以降先驱者的共识。
鲁迅在《狂人日记》结尾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之后,周作人以此为基础在《人的文学》中将“儿

童”议题整合到“人学”范畴中,对此作了深层次的阐释。在他看来,“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辟人

荒”就无从谈起。为此,他的基本判断是:“儿童的发现”是“人的发现”的子题,而“人学”则是“文学”
的基础。在生育与宗法孝道的问题上,他态度鲜明地指出一个事实:“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
这与胡适《我的儿子》里以“无恩”的方式来拒绝儿子尽“孝顺”的义务有异曲同工之处。胡适以“树
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20]的诗句批判封建伦理桎梏子女,深刻地揭露了宗法社会中“市恩”的
荒唐做法,认为这像父母把自己放在了“‘放高利债’的债主”的位置一样愚蠢。此诗一出,汪长禄写

信批评胡适竟把做儿子的晚辈抬举起来。对此,胡适撰文《再论“我的儿子”》予以回击。对于旧道

德中以“孝”牵制子女、希望子女都做孝子的父母,胡适戏谑地称这是“父母在咒自己死”。他认为,
子女不但不用行孝,甚至可以理所当然地当起“‘白吃不还账’的主顾”。他以父亲的口吻反问:“假
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21]

对于一些父母将生育之恩与儿女孝道捆绑在一起的观念,周作人认为是“退化的谬误思

想”[22]。为了扭转这种与时代背道而驰的观念,他提出,“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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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以开发新化”,在他看来,中国只存在着动物性的畜养,根本不可能有“儿童研究之学”,即使是

诗歌艺术,“有表扬儿童之美者,且不可多得”[23]247。在《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指出儿童在生理心

理上,虽然和成人有不同,但仍是“完全的个人”,有其内外两面的生活。他反对那些功利的教化,更
不赞成“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24]。在这里,周氏将“儿童”理解为亟

待发现和解放的对象,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传统中国的儿童观。在新旧的逻辑框架里,新文化人立足

于“发展”的话语[25],将“儿童”议题变成了“中国问题”的一部分。
必须指出的是,“发现儿童”与“想象儿童”原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相互促进,互为表里。

但在统合“发现”与“想象”两种方略时,也隐藏着这样一个话语悖论:前者对“人”的定义及对“人学”
范畴的拓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有助于儿童的重新赋值;而后者则再次将儿童置于成人的想象范

畴内,使儿童成为被描写、被书写的对象物,从而“面临着主体性消失的危机”[26]。简言之,“儿童”
的发现并未真正创构儿童的主体性,成人“拿儿童说事”的价值旨趣并不指向儿童,而是成人本身。
这也是此后关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论争的潜在因缘。如果不能洞见成人“儿童想象”策略背后

的潜在隐忧,无视儿童必须借助成人来反“成人本位”的事实,简单地将儿童的“发现”理解为一劳永

逸的任务,那么就很难真正理解现代儿童观在中国落地的艰难历程。

二、“儿童的”与“文学的”:两栖性与逻辑怪圈

从概念的本源看,成人作家根据自己的儿童观来专为儿童创作,即是儿童文学。其中,“儿童

性”是“儿童文学”概念的基础,“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适合于他的文学便应运而生”[27]。
在儿童未被发现之前,不可能有一种“专属”于儿童的文学门类,即使有供给儿童的文学读物存在,
但其预设的读者也并非是儿童。据此,佩里·诺德曼指出:“只有成人相信儿童在某些方面与成人

不一样,需要一种属于他们的文学,儿童文学才能够存在。”[28]周作人也正是因“儿童有生活的需

要”才推导出要“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24]。由此看来,儿童文学的发生,导源于“儿童”的发

现,“儿童性”是儿童文学本体的基本要素,前述先驱者对于现代儿童观的创构,对中国儿童文学的

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立基作用。
解决了“儿童性”这一基本问题后,儿童文学的“发现”与“发明”似乎已经顺理成章了,作家只需

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来创作相关的文学作品就行了。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儿童文学的创作

既要考虑“儿童”的特点,也要兼顾“文学”的特性。“儿童性”与“文学性”之间并非天然相洽,思想的

“为人生”与艺术的“去教化”构成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当这种“儿童性”与“教育性”或“思想性”统
合起来时,“儿童性”对于“文学性”的挤压作用不容小觑,两者的失衡直接影响了儿童文学学术化过

程中思想的传达与艺术形式的拓新。换言之,尽管强调从儿童的兴趣和趣味出发来创作儿童文学,
但考虑到儿童涉世不深、社会化程度不完全的特点,在儿童读物中灌输成人的教化性就不难理解

了。想要绝对纯粹的非教化性是不现实的,毕竟儿童文学的创作者是成人而非儿童。因而有必要

辨析的是,这种教化性“思想”是否真正符合儿童的需求,最终的价值旨归是否指向儿童的发现与发

展。孙毓修编纂《童话》丛书时,预设了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即“有用”“无害”与“易读”。尽管规避了

“庄严之教科书”对儿童脑力的困扰,但孙氏依然没有意识到如何平衡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关系,由于

片面地强调“启圣人有所不能尽”[29]的道德教训作用,折损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性、趣味性。难怪赵

景深会说:“我幼时看孙毓修的《童话》,第一二页总是不看的,他那些圣经贤传的大道理,不但看不

懂,就是懂也不愿意去看。”[30]

为了消除“教化性”或“思想性”过盛的后遗症,先驱者们高扬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希望能创构

一种“为儿童”的纯粹的文学样式。在梳理了“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的论争后,郭沫若指出

“创作无一不表现人生,问题是在它是不是艺术,是不是于人生有益”,落实到儿童文学,他的观点

是:“儿童文学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儿童文学不是些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儿童文学不是些

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他一方面强调儿童文学之于社会人生“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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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器官以直

愬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31]郑振铎是文学“为人生”的倡导

者,他反对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儿童的头脑里,而不知道去“启发儿童的兴趣”。他感叹

刻板庄严的教科书是“儿童的唯一的读物”,能吸引儿童自觉主动阅读的读物“实在极少”,他创办

“《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32]。在其著名的“儿童文学教授法”中,他一方面提出了

儿童文学的“工具主义”[33],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工具主义背后的文学策略与教授方略。在理解儿

童文学的教化问题上,叶圣陶的观念与郭沫若、郑振铎如出一辙。他反对以教训的方式来创作儿童

文学作品,“教训在教育上是一个愚笨寡效的法子,在文艺上也是一种不高明的手法”,在他看来,
“儿童文艺绝不含有神怪和教训的因素……儿童文艺里须含有儿童的想象和感情,而有神怪和教训

的因素的,决不是真的儿童文艺”[34]。应该说,先驱者们试图调适“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兼
顾了儿童主体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从而使得儿童文学发展既合乎时代发展的动态语境,又符合

其概念的本体意涵。当然,这种调适、整合和兼顾也只是先驱者们所预设的理想状态,但事实上,只
要回到儿童文学的“元概念”,就会发现两者的冲突始终无法真正调适,其张力关系的存在却在很大

程度上为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建构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历史地看,真正将“儿童性”与“文学性”进行区隔、辩证看待的是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

周作人结合儿童内外两面生活,将“儿童文学”的概念确立为“儿童性”与“文学性”两个范畴。对于

儿童性,周作人是极力提倡的,与其他先驱者一道将“儿童本位观”视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旨。
在他的意识中,儿童心性自然、不杂陈染,儿童文学的语言及艺术形式都应契合这一特性,“迎合儿

童的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35]。秉持“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他主张区隔儿童文学与

成人文学,“给儿童吃的东西,要他们吃了有滋味,好消化,不是大人的标准所能代为决定的”[36]。
由是,对于那些远离儿童的诸如“爱国”“政治”等宏大话语,他不建议在儿童文学中出现,更警惕儿

童文学演变成教化的工具。基于此,他提出“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观念:“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

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
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力。”[37]530“有意味”是相对于“文学性”来说的,“没有意思”则是相对

于“思想性”而言的。他将儿童文学的社会功用与儿童所需的教化区别开来,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

偏见注入于小学儿童,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38]194。有感于传统教育“对儿童讲

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的偏狭,他的基本结论是:“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
外更没有什么标准。”[38]77

从艺术自律的角度看,周作人纯化儿童文学的看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这种主张儿童文学

“无意思之意思”的观念容易造成其对社会现实的疏离,跌入到以纯粹的“文学性”“艺术性”为本质

的狭小境界中。但是,如果不与现实保持距离,甘当成人文学的“副本”,那么儿童文学又无法真正

贯彻“儿童本位”的观念。同时,如果过多地与现实社会疏离,实质上又斩断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

之间共通的纽带,成为一种自我本质化的文学类型,最终也无法实现以儿童为本位的价值旨趣。如

果盲视中国儿童文学概念内部的张力形态,片面地强调“儿童性”或“文学性”的任何一个层面,都会

造成儿童文学概念的“内爆”,由此生成理论与实践错位的现状。
和周作人不同,叶圣陶以创作来构建儿童文学的“两副笔墨”。与之前创作的《小白船》那种营

造纯粹的“儿童王国”不同,叶圣陶《稻草人》的艺术风格有所改变,是一部“成人童话”。文本将“成
人的悲哀”写进了“美丽的童话”,开创了“童话体小说”这种杂糅的文学形态。这种混杂着儿童与成

人读者的童话创作体现了先驱者理解“儿童文学”概念的复杂心理,在“为儿童”与“为成人”两个向

度上,在“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倾向上,叶圣陶力图利用“两副笔墨”来践行其“真的艺术必兼包人

生的艺术的”文学观念,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陷入了左支右绌的困境中。关于这一点,赵景深

说:“我以为叶绍钧君的《稻草人》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了。”[39]由此也生成

了一种介于童话与小说之间的“童话体小说”:“叶绍钧的童话,并不是普通一般的童话,它们像这篇

131



小说一样,对于社会现象有个精细的分析;虽然还保存着童话的形式,却具有小说的内容,它们是介

于童话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学作品,而且带有浓烈的灰色的成人的悲哀。”[40]对此,叶圣陶也曾坦

言《稻草人》并不近于“童”的事实。针对当时一些人所谓“带着极深挚的成人的悲哀与极残切的失

望的呼音,给儿童看是否会引起什么障碍”的顾虑,郑振铎明确指出:“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
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

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41]不过,这部看似并非纯粹的童话却得到了鲁迅的高度评价,认为它“给中

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42]。叶圣陶的《稻草人》将中国社会现实的内涵熔铸于童话的形

式之中,现实与幻想合二为一,演绎成地道的中国童话。对于“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

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42]的现状,鲁迅表达了不满。在这里,“向后转”意味着儿童文学创作在

“纯化”的道路上逐渐偏离了“为人生”方向。显然,鲁迅的上述观点是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直接体

现,也与其所推崇的文学改造“人生”的社会功用性密切相关。
应该说,对于儿童文学逐渐“纯化”持批判态度的,鲁迅并非孤例。尽管儿童文学服务的对象是

儿童,但这并不意味着成人不能阅读儿童文学。梁实秋说:“安徒生的童话,王尔德的童话,都很受

读者的欢迎,而这些读者大概十分之九半是成年的人,并非是儿童。”[43]相反,那种打着“专门”或
“专属”旗号来抽离儿童与成人的共通性,将儿童文学置于封闭境地的观念最终无法真正达至“为儿

童”的目标。关于这一点,在儿童文学发生期,先驱者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新青年》征求关于“妇女

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时,注意将“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据茅盾回忆,陈独秀

不赞成“儿童文学运动”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
之一[44]。此外,周作人与郑兆松关于儿童教育的论争、赵景深与周作人关于童话的讨论实质上都

关涉儿童文学“思想性”与“文学性”的两栖性。
毋庸置疑,上述两栖性是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特殊性。从“文学童话”与“教育童话”的

命名可以看出,先驱者们难以真正融通儿童文学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由此导致了成人作家无法摆脱

“太教育”与“太玄美”逻辑怪圈的宿命。这种在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之间游移的状态生成了如

郜元宝所说的“新文学的两极震荡”[45]。这的确是一个两难命题,不过从儿童文学本体来考虑,这
种相互掣肘的张力结构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没有溢出历史与时代,也没有脱逸百年中国文学的传统。
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建构兼及思想与艺术两翼,其出发点在于传达现代思想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

审美形态,进而确立儿童文学的思想、范畴、概念与话语。在这种意义上说,只有将“儿童性”与“文
学性”置于动态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对话与沟通的平台上审思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为儿

童”的诉求,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学科化的建构。

三、译介、整理、创作的一体化:复合学术资源的综合运作

中国儿童文学所开启的“文学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现代化。尽管存在着前述难以整饬的内部要

素的紧张,但也正是这种张力要素的结构关系赋予了中国儿童文学更为阔大的学术延展空间,使得

思想性的表达及认识论的畛域更具多维性。在尚不具备专门创研队伍的发生期,儿童文学先驱者

的身份构成较为复杂,其中既有文学工作者,也有非文学工作者。前者多是成人文学领域的,后者

则主要由教育、民俗、文化、出版等行业人员组成。为了真正服务儿童、凸显儿童的主体性,中国儿

童文学的学术化道路顺应了中国新文学“普及性”与“精英化”的发展路向[46]。为了扩充儿童文学

的创作基础、提升儿童文学参与现代社会建构的使命,中国儿童文学界亟待将“儿童问题”与现代中

国的社会问题对接,致力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创构,进而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变革纳入中国新

文学建构的体系中。这种将儿童文学整合进入中国新文学框架的意识成了先驱者们的共识,在此

后一系列文学实践中,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融通就从未停歇过,两者的互动共生有

效地推动了中国新文学学术化的进程。
寻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文学研究会推动的“儿童文学运动”对于其学术品格及科学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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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由于将“儿童问题”楔入“中国问题”的整体系统,文
学研究会成员创作的“问题小说”自然要将文学的触角切入“儿童问题”的讨论中。冰心、王统照、孙
俍工、黄中、庐隐等人创作的儿童小说,将抽象的社会问题具体化、现实化。在一系列关乎“儿童”教
育、生存、成长等描述中,冰心等人将现代中国文化的困惑和未来出路等问题和盘托出,留给读者诸

多社会反思的阅读体验。应该说,这类儿童小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其预设的读者是成人

而非儿童。同时,此类儿童小说多采用“儿童的视角”,但这种视角不是为了呈现儿童的经验,而是

为了表达“超出儿童感知的那部分内容”[47]。借助于“儿童之我”与“成人之我”的交互作用,使小说

结构达成了较大的严整性,发挥出更为统一的叙事效果[48]。不过,它也仅仅能够起到一种功能性

的作用,符合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结构与关系”的概念内涵,但并不符合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这

一“描述性”的概念要求[49]。
文学研究会甫一成立,就确定了“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50]的宗

旨,将文学视为“一种学问”来经营。该宗旨总体上确立了中国新文学学术化发展的三个向度:一是

西方译介;二是旧文学改造;三是本土化创作。显然,这种路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

化建构。它实际上包含了域外资源、传统资源的利用、转化以及之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问题。在

《儿童的文学》文末,周作人发出呼吁:“我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

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24]尽管译介、搜集整理与创作三者各成体系,
但彼此相互促进,已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合力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的演进。

文学研究会成员在创构新文学时强调“全人类”意识,在外源性作用下开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进程,也将中国新文学带入了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实质上包含了“他国的本

土译介与民族文学”两个部分[51],这是一种涵盖了文学间动态的旅行与变迁的形态。按照韦勒克

和沃伦的说法,世界文学“重要的是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52]。既然是整体的文学,就应该在一个

流动的体系中对话与交流。在由外而内的译介过程中,译介者实用主义的“选择”意向不可避免,但
他们没有盲视世界儿童文学主流学派的特点与趋势,整体上强调域外资源的“输血”功能。在对待

域外资源的问题上,郑振铎的主张代表了先驱者的普遍心声:“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的材料,
如果是适合于中国儿童的,我们却是要尽量的采用的。因为他们是‘外国货’而不用,这完全是蒙昧

无知的话。”[53]在译介西方儿童文学资源时,先驱者们不仅译介儿童文学作品,还传播现代的儿童

观及儿童文学观。除了《儿童世界》与《小朋友》两个专业儿童杂志外,《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周

报》《晨报副镌》等报刊也积极推介域外儿童文学作家及作品。例如《小说月报》专辟的“安徒生号”
以及“海外文坛消息”栏目,连续刊载顾均正“世界童话名著介绍”。《文学周报》设置“纪念安徒生专

号”,开明书店出版“世界少年文学丛刊”等。不言而喻,“儿童本位”观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极大地

冲击着中国传统儿童观的堡垒,将儿童主体价值视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本体蔚然成风。除了思想层

面的创化外,先驱者们还从语言、文体等艺术形式上创造性地吸收域外资源,为中国本土儿童文学

创作提供了理论准备。当然,这种对于域外资源的接受、译介并非以丧失“民族性”为代价,其背后

预设了中国立场的过滤机制。关于这一点,沈从文与陈伯吹先后对《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改写、改
编就是显例。

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所要求的启蒙、进化等话语对于域外儿童文学资源的选

择性尤甚。译介方向主要集中于弱小民族的儿童文学作品、英雄色彩浓厚的文本及科幻儿童文学

作品上。这种烙上了厚重启蒙教化性的选择性译介实践表明,中国儿童文学扩充“人类意识”与“人
学思想”并非易事,也预示了中国儿童文学融入世界儿童文学的艰难历程。不过,这种向外获取资

源的选择性译介毕竟突破了自我狭小的自足世界,其接受实践是一个“从吸纳借鉴西方话语到逐渐

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54]。
在兼容并包地译介域外资源的同时,对传统资源的整理与创化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的重

要路径。事实上,内外两种资源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引入域外资源的过程中,“立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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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族自身的传统”[55]尤为重要。应该说,域外资源的中国化与传统资源的现代化,二者并行不悖

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也驱动了其学术化的现代转型。五四时期,有感于古代学术思

想“没有条理”“没有头绪”,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其目的不是要钻到历史的故纸堆里,而是

要“再造文明”。在他看来,新文化的建构并不一定非得以“断裂”旧文化为路径,新旧文化之间的连

续性和延续性也不应被漠视。显然,对于旧学术、旧文化采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来比附西学,违背了

“整理国故”的初衷。正如论者所言:“将‘整理国故’纳入新文化运动的‘再造文明’的文艺复兴计

划,反映了‘国故’由‘思想资源’向‘学术资源’的转化。”[56]用“学术资源”取代“思想资源”,其根由

是:在新旧转型的结构中,将传统资源视为一种学术的方法与策略所开启的空间超过了思想层面的

替换或断裂,从而回归到新文化运动之初所确立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上。周作人将传统资源视为“遗
传”的“素地”,依循内外合一的方式,使“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37]517。他将童话分为“自
然童话”与“文人童话”,前者“以记志物事为主,因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而有别,多从民间辑录而

成”,他呼吁有心人多辑录“自然童话”,以期与“文人童话”能“相遥应”[57]。他认为好的民族童话应

具有“优美”“新奇”“单纯”“匀齐”四方面的特点,而“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

话,二当证诸儿童学,否则不合于教育”[58]。针对“中国童话,自昔散逸……又未经识者搜集,虑不

更越一世,将尽湮失”的现状,他提出了“搜而存之,是诚益不可缓者矣”[23]490的倡议。
对于传统资源,新文化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主要体现出“颠覆传统”“赓续传统”与“再造传统”三

种路向[59]。这其中,将传统资源视为民族文学整体结构的有机部分驱动了新文化人转换传统资源

的话语实践。郑振铎提出了“文学的统一观”,注重“文学的整体性”,在倡导世界文学观的同时也不

否弃民族性的立场。在理解新文学与传统资源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建构新文学观必须要重新估

定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60]。
他主编的《儿童世界》刊登了诸多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神话、传说、寓言等相关传统资源关系的论

文。在《寓言的复兴》中,郑振铎全面介绍了中国寓言的发展历程,针对寓言复兴的议题,他感慨道:
“我们如一面搜罗各地民间故事,一面求取其来源,一一校正之,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工作。”[61]无独

有偶,在充分肯定格林民间童话对于中国童话的借鉴价值后,张梓生提出:“我们中国也该有人出

来,将自己国内流传的大大的研究一下,把有关本民族特性的发挥一番。”[62]本着“把儿童文学古籍

里的人物移到近代的背景前”[63]的方法,茅盾编撰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他对“孔子劝学”“学如

炳烛”“学以砺身”等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中国古代寓言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造。根据中国古代传

说故事里的素材,他还创作了《大槐国》《千匹绢》《负骨报恩》《树中饿》《牧羊郎官》等新编童话。其

《中国神话研究ABC》与谢六逸《神话学ABC》、黄石《神话研究》、赵景深《童话学ABC》等,都致力

于神话的保存与研究,对中国儿童文学从内源性的角度获取资源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贡献。此外,
“歌谣运动”所推动的儿歌、童谣的搜集、整理及新编也是上述传统资源创化的例证,其对于中国儿

童文学发展的影响不容漠视。
总体而论,在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建构过程中,内外两种资源的推力是巨大的,两者互为他者,

汇聚为复合的学术资源,开拓出“以西审中”与“以中审西”两种学术视野,为中国儿童文学民族化与

现代化的生成提供了重要保障[64]。在译介、整理与创作三种实践路向中,译介是最先开始的。由

于分属不同的领域,译介与整理之于创作的影响是不对等的,由此形成的译介与创作、整理与创作

的对话关系也并非完全和谐。在发生期之初,译介的呼声大于创作的诉求。在跨语际的传播过程

中,译介者遵循了民族化的立场,从而开创了中国儿童文学译介的现代传统。在域外资源的传入

后,作家创作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在《我和儿童文学》中,叶圣陶、陈伯吹、贺宜等人毫不讳言

地指出西方儿童文学资源对其童话创作的深刻影响[65]。随着翻译文学的深入及中国儿童文学创

作的推进,对于传统资源的整理与研究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传统资源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及精神

内化为处理域外资源的出发点或立场。与此同时,在走出了对域外儿童文学范式浅层次的模仿后,
中国本土化、原创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也逐渐出场。对于创作的批评与研究也随之产生,作家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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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论、文体论、思潮与流派研究丰富了中国新文学学术化研究的畛域。概而论之,译介、整理与创作

“一体化”表征了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非专业走向专业的发展进程。

四、结 语

中国新文学之“新”主要表现在其开创的传统是现代的,在于它面对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

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66]。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

化建构是其学科界分的必经之路,而这种学术化建构离不开思想资源的话语支持。现代儿童观在

中国社会的普遍接受与运用,推动了成人创作专门服务于儿童的文学的产生。随着中国儿童文学

的发生发展,创研群体的专业化、学术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共同致力于育化“新人”的伟大工程。
在此过程中,古今中外优秀思想资源的介入参与了中国儿童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为彰

显中华文化精神及共享优秀世界儿童文学成果提供了可能。因而,探究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的议

题,不仅要吸纳外源性的思想资源,从这种“远传统”中开掘激活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的现代质素;
而且要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从思想资源的“近传统”中获致民族性的有益基因。进而将两者

一体化,合力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当然,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过程

中,现代儿童观及文学观并非一成不变,“大体经历了从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67]。“以幼为

本”的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质素,这为其学术化构建增添了新的意涵。遵循着民

族化与现代化的标尺,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构建没有偏离“文学现代化”的轨迹,深植于现代中国文

学学术化的整体体系中,为创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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